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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民社會對西藏的關懷是這幾年的事情。台北雪域出版社出版了不少

有關西藏的書籍，對瞭解西藏的情況十分有幫助。我評論的這兩本書都是雪域

出版社出版的：《上書：西藏人與中共的另類對話》出版於 2012 年，收集了

這幾十年來西藏人給中國共產黨中央的上書，表達對西藏情況的看法，也懇求

中國共產黨中央能給予西藏較大的關懷，修訂對西藏的政策；另外一本書是

《達賴喇嘛與華人對談錄》，收集了達賴喇嘛在公開場合的講話，尤其是與漢

人知識份子的對談。我不可能對《上書》的每篇文章都做評論，但我認為書中

兩篇文章值得大家閱讀並進一步去思考。一篇是第十世班禪喇嘛給中國共產黨

撰寫的〈七萬言書〉，完成於 1962 年。閱讀〈七萬言書〉最初的一個印象是

語氣非常的謙卑，對台灣的讀者而言，這是非常難以想像的。十世班禪喇嘛是

西藏舊社會的宗教政治領導階層，但他的背景又十分的特殊。在中國共產黨建

國之初，班禪喇嘛的地位並沒有得到西藏政府的認可，也可能基於這樣的一個

原因，班禪喇嘛或是他的顧問在中國共產黨建國之初，立刻發出信件公開擁護

與支持中國共產黨。這些書信在 2011 年茨仁夏加所著《龍在雪域》這本書有

比較完整的報導，當年班禪喇嘛才十二歲（6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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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是如此，在短短幾年之間，班禪喇嘛便深切體會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統

治與他的期待背道而馳。〈七萬言書〉中對西藏的情況、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

政策，以及中國共產黨幹部在西藏的態度與作風，都有深刻的描述。班禪喇嘛

談了八個問題，幾乎概括了西藏所有面對的難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平叛」

（即平定叛亂），這指的是在五○ �年代，中共面對西藏反抗――尤其在康區的

武裝叛變――所採取的鎮壓。第二個問題是有關民主改革。第三個問題是有關

在西藏的農民、牧民，還有生產與人民生活的問題。第四個問題是有關統一戰

線的問題，也是針對所謂愛國的、進步的中上階層人士，爭取他們的支持與合

作。在不少章節，班禪喇嘛或多或少把自己歸納為愛國的中上階層。第五個問

題是有關民主集中制，也就是共產黨怎麼樣把黨的政策與西藏實際的情況結

合，以推動、完成在西藏的統治。第六個問題是有關專政。第七個問題有關宗

教，十分明確地，這是班禪喇嘛最關心的一個議題，後文我還會進一步地說明。

第八個問題是關於民族的地位，也就是漢藏關係，這也是班禪喇嘛另一個關切

的問題。在〈七萬言書〉中，班禪喇嘛提的問題不限於當今的西藏自治區，也

討論到鄰近的幾個省。他把這鄰近的四個省，即青海、甘肅、四川與雲南稱為

兄弟省，分別都做了一些報導與評論。在他看來，這四個兄弟省的情況，比西

藏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所帶來的傷害可能比西藏來的嚴重。

如我上面所說，班禪喇嘛對中國共產黨中央與毛澤東十分恭維，沒有一句

批評的話，這可能是基於信仰與立場，但也可能是為了表達他對現況的批判，

不得以所採取的手段。但這裡有一個問題：既然班禪喇嘛不能或是不願意批評

共產黨中央與毛澤東，他只能把他看到的、把他關懷的這些問題、把中國共產

黨統治西藏所帶來的災害，都歸咎於幹部在執行中國共產黨中央政策的時候，

違背了黨的政策，不能與西藏實際的情況結合。然而這樣一個基本態度，是不

是可能造成推論上的矛盾？比如說，在 1962 年的中國，包括西藏地區，都已

經過了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運動。這些運動、政策在在表現出毛澤

東冒進的思想，或者是毛澤東追求烏托邦的思想，已經給中國與西藏帶來不可

言喻的傷害。班禪喇嘛只把這些政策、立場的錯誤，歸咎于漢人幹部，當然也

包括一些藏人幹部在執行層面的失誤，這是不是一個客觀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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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來看班禪喇嘛是怎麼描述當時西藏的情況，尤其是有關宗教生活，

以及漢藏之間的關係。班禪喇嘛先肯定毛澤東與周恩來總理在 1959 年有關平

叛與民主改革所做的大方針與政策，讚揚中國共產黨中央對宗教信仰自由、宗

教活動的承諾。但是事與願違，只過了幾年，西藏面臨的情況又是怎麼樣的

呢？

在民主改革時期，中國共產黨依賴貧困的喇嘛實行「三反三算」（2012: 
52–53）。為了破除迷信，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無所不用其極；甚而把「大

藏經」當作施肥的原料，許多佛像與經書用於做鞋子的原料，同時又千方百計

使僧尼還俗（2012: 55–56）。民主改革前，西藏大中小寺廟兩千五百餘座，政

府留下來的只有七十多座，也就是減少了 97%。大部分的寺廟沒有人居住，

大經堂、神廟、精舍也沒有人管理，造成非常大的破壞，大部分已經倒塌。

又西藏過去僧侶與尼姑總數約有 11 萬人，其中外逃的可能有 1 萬多人（這裡

指的應該是隨著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僧尼），剩下來的也有 10 萬多人。但

是在民主改革結束以後，住在廟裡頭的只剩七千人，也就是減少了 93%，同

時寺廟僧尼的素質也十分的低落，唯有札什倫布寺是例外。事實上，寺廟已經

失去作為宗教組織的意義。尤其叫班禪喇嘛痛心的是，寺廟僧尼的作風不堪聞

問，民主管理委員會的主任與委員，好些行為如姘、嫖、酗酒，完全把失戒不

算是一回事，而且公開無忌地在寺內結戀婦女、蓄髮改裝等等。最後，在寺廟

的任務方面，作為衡量有無顯宗傳授標準的「三根基」也廢去了，宗教的活動

少之又少，而是把生產列為首要之務，大部分老少僧眾與善僧都被派去勞動，

造成了過勞的情況（2012: 55–56）。

在有關民族的問題，即漢人與藏人關係的問題方面。班禪喇嘛對漢人幹部

有不少批評，說他們深受大民族主義的影響，驕傲自滿、剛愎自用、蔑視藏族、

侵犯藏族的權利，甚而把主張藏人權利與利益的人扣上地方民族主義的帽子。

具體來說，「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公文只用漢文起草，而不用藏文，但是

正副主任與委員中的藏族成員大多數不懂得漢文，因而只是把我們需要看的文

件譯成藏文，具有法律性的決議與佈告等等，只求在漢文上搞好了，藏文只能

理解意思就行了。」與此同時，在各級政府中工作的藏族幹部如果不穿漢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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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嘲弄與歧視，對婦女的首飾、男人的辮子，也表現出討厭的態度，對屋子

牆外的粉刷、屋頂上的旗杆、婚喪送禮、朝會敬神、節日的娛樂與民間體育活

動，也都被看為是無益的、多餘的，也都被停頓了下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討

論自治權，當然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了（2012: 68–69）。

我們可以想像在文化大革命的時期，〈七萬言書〉是必然受到批評的，班

禪喇嘛也因此受到批鬥，在監獄裡度過了九年十個月的歲月。鄧小平執政以

後，班禪喇嘛獲得平反，也恢復了他的職位。在 1980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

席台上，鄧小平對十世班禪喇嘛說：「你是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你的七萬言

書是正確的，部分是錯誤的，對你的處理是重了。」班禪喇嘛過世於 1989 年。

另外一位上書的藏人，名字叫做平措汪傑，是一位非常具有傳奇性的人

物。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年輕的時候，便在西藏康區創立了西藏共產黨，那

是 1939 年的事情。那時候他只有十七歲，便與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印

度共產黨建立聯繫，也得到這些共產黨組織的支持。1943 年，他在拉薩，成

立「全體西藏民族統一解放聯盟」；1946 年，以「西藏東部人民自治聯盟」

的名義，在金沙江以東，即國民黨所控制的西藏康區，發起武裝暴動，試圖以

武力達成西藏民族的自由與統一。1950 年年初，他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取得聯

繫，得到朱德的來電，叫他到重慶與西南軍政委員會見面。1950 年五月，鄧

小平在親自起草的西南局給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電報，報告了平措汪傑與他見面

的情況。從此以後，平措汪傑就參加了西藏工作委員會。然而在文革時，平措

受到了批鬥，並在北京秦城一號的監獄，度過二十年的時光，迄今並沒有任何

對他證實的控告罪名。1979 年他終於得到釋放，並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

代表。1980 年他上書中國共產黨中央，要求落實民族自治的權利。2004 年以

後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給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等上書，提出對西藏問題解

決的方案。從這幾封上書來看，平措最關心的是民族自治的問題。然而作為一

個中國共產黨人，他又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看法，那就是他對達賴喇嘛十分的尊

崇，並認為中國共產黨政府與達賴喇嘛應該就西藏的問題取得協議。他把達賴

喇嘛看做是解決西藏問題不可或缺的條件。在 2004 年給胡錦濤總書記的信裡

說：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為人，他的政治聲望與影響力，可以說超過了歷代的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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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喇嘛，人們稱讚他是當今活的佛陀，是世界性的宗教領袖之一，受到世人的

尊敬與崇拜（2012: 352）。他也提到達賴喇嘛兩次訪問台灣，台灣的各政治黨

派、教派、各界人士傾城而出，來迎接他、朝拜他。再進一步來看，他強調達

賴喇嘛已經放棄了政治，專事佛教，因此政教合一的舊體制已經宣告結束了。

他說：中央與達賴喇嘛雙方的基本觀念根本不存在任何實質的分歧，因此也不

存在任何解決不了的難題與障礙。中央強調要國家統一，達賴喇嘛只是要求真

正的民主制度，符合憲法與自治法的基本精神（2012: 343–344）。我們不難想

像，這樣的立場在八○年代或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二○年代都不可能得到中國共

產黨與中國政府的接納，他的上書也從來沒有得到什麼回應。另外，他的上書

也一再提到他與漢人幹部的衝突，受到漢人幹部的攻擊，被視為地方民族主義

者，受盡迫害。這情況看來是多民族的帝國都面對的問題，也就是中央政府怎

麼對待少數民族幹部的問題。即使是自稱為共產主義的政府，也不能擺脫這樣

的困境。中國是這樣，在解體之前蘇聯聯邦也是如此。

如果我們將十世班禪喇嘛與平措的立場與言論作一個初步的比較，他們兩

個人的背景可說是南轅北轍：十世班禪喇嘛是西藏舊社會的統治階層，而平措

是西藏最早創立共產黨的共產黨人，把自己看做是馬克思主義者。然而，他們

對西藏現況的評價卻有相似之處。他們兩個人都非常關懷宗教與民族的問題，

也都批評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統治是一步一步、徹底地把西藏同化了，是一種

漢化的政策。又如上面所說到的，平措又對達賴喇嘛非常的尊崇，一再建議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應該與他溝通，共同來解決西藏的問題。

《達賴喇嘛與華人對談錄》（以下簡稱《對談錄》）中最早的一篇文章，

是 1995 年在波士頓對中國學生的講話。達賴喇嘛在這篇文章中提到，經過天

安門悲劇以後，大批的中國知識份子與學生逃離了中國，也提供了境外的西藏

人與中國人一個相互瞭解和交流的時機。他一再強調，他不是中國政府所說的

企圖把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分裂主義分子。他說：我做的這一些事情，只不過是

為了保護西藏的文化以及獨特的民族傳統，尋求一個藏人與漢人兩方面都能接

受，並對兩方面都有幫助的、有益的、公平的解決問題的方案（2013: 26）。

在 2008 年西藏抗暴以後，達賴喇嘛進一步認為，與華人知識份子的對話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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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西藏問題必經的道路。2010 年 10 月，在加拿大多倫多，達賴喇嘛對加拿大

華人的談話中說：大約在三、四十年前，我就向藏人說，一定要與華人會面，

一定要與華人結交。但是在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前，很少有華人向我們伸出援手

和作出回應；而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後，向我們作出回應的華人逐漸的增多。

2008 年西藏事件爆發以後，我遇到很多來自中國境內的學者。他們有的說，

在 2008 年以前他們根本不關注西藏，到了 2008 年以後才開始關注、了解西藏

（2013: 36）。他也為他主張的中間路線辯護。在 2009 年 8 月 6 日，日內瓦漢

藏交流大會上，他說：「我們流亡印度不久，就開始深思未來解決西藏問題的

方向，而且獲得了初步的共識：唯有與中國當局接觸才可能解決問題。因此，

1974 年就擬定漢藏互惠的中間道路政策。1979 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提出和

談建議的時候，我們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之後十五年，我們派遣代表團先後

進行了二十多次的參觀和協商，然而都沒有取得實質的進展。因此在流亡社會

當中，我的中間道路面臨越來越多的批判與挑戰。在 1997 年對這樣的公共議

題，我們進行了公投，結果 64% 的民眾支持中間道路政策。根據民意，我們

再度努力尋求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對話的機會，從 2002 年到 2008 年，我的代表

與中共的相關人員進行了八輪正式會談，以及一輪非正式的會晤。不幸的是，

因為中國領導人缺乏以實際行動解決西藏問題的誠意，所以這些會談沒有取得

任何具體的成果（2013: 95–96）。」

達賴喇嘛與漢人的對談中，這些年來最引人入勝的應該是 2010 年 5 月，

由王力雄主導，透過 Twitter 邀請達賴喇嘛回答中國網友評選的問題。這可說

是一次別開生面的會談。會談從 5 月 17 日早上開始，中文的網友透過 google
對話，經過為期四日的交談，共有 1,253 人提交了 289 個問題，並經過投票，

投了 12,473 票對問題進行評論。從這一些評論中，王力雄再選出支持度最高

的問題來請教達賴喇嘛（2013: 110）。根據支持度的順序，我們可以看到中國

網友最關心的兩個問題。一個是對西藏以後宗教領袖的問題，也就是說，在達

賴喇嘛過世以後，是不是可能出現類似當前兩個第十一代班禪？達賴喇嘛的回

答是這樣的，他說：「在 1969 年我對外有個非常正式的宣佈，就是未來是不

是繼續達賴喇嘛的體制，應該訴諸西藏的人民，並取決於西藏人民的決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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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在 1992 年，我又做了一個正式的宣示，未來西藏問題解決以後，我將不會

擔任西藏政府的任何職務；西藏的一切事務由西藏境內留任的公務員繼續的管

理。2001 年，西藏流亡組織的行政首長開始在西藏流亡社會透過民選的方式

產生，任期為五年。因此我覺得達賴喇嘛這個體制並不重要，健在的時候我會

努力；對達賴喇嘛體制，中國共產黨比我還要關心，所以是有可能出現兩個班

禪的現象，但這除了增加混亂，不會有正面的幫助（2013: 113）。」

支持度第二的問題是「想向尊者瞭解一下關於流亡政府代表與中共會談的

情況，為什麼每次都無果而終？到底雙方在哪些問題上不能達成一致，以致談

了幾十年仍然沒有成果？」達賴喇嘛的回答是：「主要是中國官方一再強調沒

有西藏的問題，只有達賴喇嘛的問題，但是我個人並沒有任何的訴求。我主要

關心的是 600 萬西藏人民的文化、宗教與環境的問題。直到中國共產黨中央能

體認到有西藏問題，如新疆問題一樣，並努力去解決，才可能有辦法」；他說：

「我們與中國共產黨中央的目標是一致的，是為了西藏的建設、發展與團結，

但當前中國共產黨的做法只是透過強制的手段，一再強調西藏的穩定，而在我

看來，穩定應該是來自內心的信任與信賴（2013: 155）。」

時隔兩個月，達賴喇嘛再次與中國網友以 Twitter 對話。這次提出的第一

個問題是，達賴喇嘛過世以後，「西藏青年大會」（藏青會）是不是可能展開

大規模的恐怖活動？請問達賴喇嘛有何對策？達賴喇嘛的回答是：「藏青會確

實對他的政策有所批評，同時，尋求西藏完全獨立的呼聲有所擴大。但是藏青

會是情有可原的，因為我們對漢藏互利所做的努力，沒有取得任何正面的成

果，使得他們的意見越趨尖銳。然而總體來說，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會信賴非

暴力的和平路線，這是非常清楚的，不用擔心（2013: 125）。」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大藏區與現有中國省份行政區的重疊如何解決的問題，

重疊區域的其他民族是不是由「大藏區自治政府」來管理？他們的意願如何得

到保障？達賴喇嘛的回答是：「我們從來沒有提過大西藏這一個名詞，這是中

共統戰部強加於我們的，我們的訴求是語言文字同軌的人要有保護、發揚宗教

文化的平等權利，與經濟發展的平等權利。我們的訴求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框架中尋找出路（2013: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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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述班禪喇嘛的〈七萬言書〉與達賴喇嘛的《對談

錄》，是為了進一步幫助讀者們瞭解中國共產黨統治西藏的真相、藏人的訴求

與華人知識份子――尤其是生活在中國境內的知識份子――對今後西藏可能發

展的擔憂。達賴喇嘛的中間路線試圖尋找一個比較超越政治的、在文化上的共

識，但都沒能得到中國共產黨的同意。我們可以想像在達賴喇嘛過世以後，在

海外、在歐美受教育的年輕一代，可能轉向比較激烈的獨立訴求。從這個角度

來看，西藏的情況、漢藏的關係，並不是那麼樂觀的，武力的抗爭並不是不可

能的。如果漢藏關係發展到這個地步，必然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也應該是

大多數漢人與藏人不願看到的局面。

漢藏對話、漢藏相互瞭解，沒有遲疑的是一件十分艱鉅的工程，但這也是

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在台灣的華人社會，尤其是華人知識份子，應該盡其所

能地來參與並擴大漢藏的對話與相互瞭解，進而給中國政府壓力，促使北京開

始反思這幾十年來統治西藏的立場與政策，並作出適當的回應。與此同時，華

人知識份子也應該協助藏人在國際社會發聲，爭取同情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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